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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防控的政府干预行为与优化策略 

——基于博弈论视角和中国 2013 年 H7N9 防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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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博弈论视角建立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扩散方程，并以中国 2013年 H7N9防控效果有关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该方程演绎结果与实际疫情扩散趋势一致。同时对政府救治、防控、宣传教育三类干预行为及其疫情控

制效果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有的干预行为具有负面效应。因此，疫情防控的政府干预行为优化应以人为本，尊重

科学，坚持干预行为主动性与谨慎性、疫情防控与舆情监管的辨证统一，不断提高政府干预行为的精准度，力求

疫情防控取得最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救治、防控、宣传教育三类干预行为中，重点优化“发布

有关医药防治预案”“关闭或封锁重要场所、区域”、 疫情信息日报告制度等防控方面的干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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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ehavior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ajor epidemic control:  

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China's H7N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actice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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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ead equation of avian influenza epidemic was established and tested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and the data 
of China's H7N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in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ductive result of the equ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epidemic trend. At the same time, three kinds of intervention behavior including government 
treat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epidemic control effec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rtain intervention behavior has negative effect. Therefore, th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 optimiz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under the rule of people-oriented, respect for science,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itiative and 
prudenc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improve constantly the accurac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the three treatments mentioned above, the focus is to optimize the "release of med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close or blockade important places, areas" and information daily re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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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某些亚型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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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感染人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普

通禽流感病毒只对禽类有较强的传染性，一旦感染

人体就可能出现较高死亡率。大量研究表明，在众

多对人具有感染性的病毒亚型禽流感中， H5N1高
致病性禽流感（HPAI）和 2013 年首次在人体内发
现的 H7N9低致病性禽流感（LPAI）病毒因死亡率
较高而备受人们关注。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共出现 775名 H7N9确诊病例，其中 316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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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死亡，死亡率达 41%[2]。近期中国再次进入 H7N9
禽流感高发季节，人禽流感传播途径复杂，疫情防

控形式严峻，政府干预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无疑具有

重要意义。 
国内外文献大多从疫情防控的影响因素与政

府应对机制的视角进行分析。学者们认为民众的疫

情防控知识[3]、民众对疫情风险的反应、对待疫情

的谨慎态度[4]、自发的行为[5]、政府在防控措施中

干预因素[6]等都将影响流行病控制。任有权[7]针对

英国政府 1745—1758 年牛瘟疫情的干预行为进行
了研究，总结分析当时英国政府应对疫情时的主观

失误和客观限制；王胜[8]通过对河北省 1958年出现
的肠道疫情进行研究，认为疫情不仅是个人生理现

象，更是与经济、社会、自然、交通以及国际交流

等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郑红娥[9]等通过分析禽流

感事件体现的社会风险问题，提出了从“预测性”

风险视角出发，通过连接国家知识与地方知识生产

构建疫情风险管理机制；杜仪方[10]提出用风险预防

的原则制定“合理”的禽流感扑杀补偿标准。还有

学者通过 SIRS 模型[11]、反应扩散模型[12]、甲型流

感传染病模型[13] 等数理工具辅助，研究了人的风

险感知对感染疫情的影响，对人禽流感疫情防控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对疫情防控进行分析，

在模型构建和政策建议上缺乏较好的融合，同时，

当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预测疫情发展趋势的文献

较少。故此，本研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传染病扩

散模型进行了丰富，针对人禽流感疫情传播的特点

建立疫情传播方程，充分考虑人禽流感疫情中涉及

的自然扩散规律和社会经济根源，在此基础上，判

断政府干预行为及其对疫情控制效果的影响，以期

为优化重大疫情防控政府干预行为提供借鉴。 

二、人禽流感疫情演化与传播的演绎 

1．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方程 
在禽流感疫情的传播及其防控过程中必然会

出现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政府和民众两个主体的互

动实质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基于两个主体博弈策略

的假设，得出其不同策略的收益，然后进行群体策

略演化的分析，最后得出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方程。 
现假设政府选择的策略有：“积极防控”（E）

和“消极放任”策略（N）；社会民众策略有“随
意流动”（F）和“主动配合”（S）。“随意流动”
策略是指患者、疑似病例等病原体可能携带者，无

视政府相关规定，不加防护地随意出入活禽市场等

具有“高暴露性”“强扩散性”场所，由此导致感

染或者扩散病原体。“主动配合”策略则指出现一

定发热、急性呼吸道等类似轻微症状的患者，尤其

是与患者密切接触者及近期接触过活禽的人，遵照

政府部门相关规定，谨慎对待自身健康问题，在症

状初期客观判断、自我观察、自觉联系定点医院排

查治疗，以及其他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减少出入活

禽市场等减少传播病毒或者受到感染可能的行为。 
当政府采取“消极放任”策略、民众采取“随

意流动”策略时，疫情发生大规模扩散的可能性概

率记为 p1，相应的社会经济损失记为 D，此时社会
损失则为 p1·D；“积极防控”策略将其成本记为
c，此时，民众“随意流动”策略造成社会出现疫
情大规模扩散的概率将下降为 p2，p1＞p2。假定公

众严谨对待人禽流感疫情，自觉做到配合政府措

施、了解疫情资讯、采取自我防护、关注自身健康

情况及环境变化等行为，那么其自我控制所付出相

应的机会成本记为 α；然而如果公众不顾自身情况，
执意采取“随意流动”策略，最终导致疫情大规模

扩散等严重后果时，将受到政府严厉追责惩处，惩

罚额度记为 b，显然 b＞a。疫情大规模扩散造成一
定程度的社会经济损失及其负外部性，因此个体将

承担损失 p1·D/n，α >p1·D/n。至此，政府与民众
的博弈策略组合共有 4种，分别为（E,F)、(E,S)、
（N,F)、(N,S)，对应的收益为(-c-p1·D,-b-p1·D/n)、
(-c,- α)、(-p1·D,- p1·D/n)、(0,- α). 
基于个体学习视角对群体策略演化倾向进行

推导。用若干 τ 将时间 t 划分为若干固定时间间隔
序列，个体将在每个时间间隔内进行行为修正。现

在群体中随机抽取若干个体，并观察其行为和收

益，一个采取策略 j 的个体被抽取到的可能性以 θj 
表示，而采取策略 j 的个体被抽中后，则以 λj表示

其策略被观测到的可能性。如果采取策略 i 的个体
观察到策略 j 个体的收益不低于自身，那么在固定
时间间隔内修正策略进而转向 j 的可能性与策略
间的收益差(πj－πi)具有相关性，由此可以得到群体
策略的一般复制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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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禽流感疫情发生时，由于政府和民众往往

对疫情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缺乏了解，难以针

对性预防，加之时间紧迫，符合行为经济学当中时

间有限、信息不足的“有限理性”假设，社会群体

行为具备明显的互相学习和模仿特点。因此人禽流

感疫情扩散速度可以用“随意流动”策略的群体比

例增长率 dθF(t)/dt来间接测度： 
dθF(t)/dt=θF·(1－θF)·λF(πF－πS)     （2） 
将疫情自然传播 SI模型和人禽流感一般化复制

动态模型进行比较后就可发现：传染病 SI 模型
（dI(t).dt=η·I(t)·[1- I(t)]），其中代表单位时间内每个
患者与健康者接触时使健康者受到感染的传染率 η，
与演化博弈模型中的 λF(πF-πs)有相同的含义。因此，
人禽流感疫情的演化过程类似于传染病扩散 SI 模
型，在疫情社会防控机制里不同策略的可观察性 λ
及不同策略的收益差 Δπ 将共同影响单位时间内每
个病原携带者传染的人数，即 η=λ·Δπ。将社会人
口总数设为 K，采取“随意流动”策略（F）的人数
设为 N，代入公式（2）经过一定的积分变形，令
N(0)=N0 ，可以求出流感疫情传播的频数方程。再
根据在政府积极防控人禽流感疫情情况下，民众选

择“随意流动”策略和“主动配合”策略支付费用

分别为：πF=-b-p2V/n和 πs=-α。因此，政府采取“积
极防控”策略干预时，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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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H7N9疫情数据的检验 

根据国家卫计委应急办公室、疾控预防中心等

公布的日报和新闻报道信息，选取 2013年 3月 31

日至 12月 31日的每日新增病例数据，应用 Logistic

模型，对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方程进行曲线估计。其

Logistic模型曲线估计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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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 31日至 12月 31日，全国共确诊

H7N9患者 1 44例，故设定感染上限值 K=144，进
行 Logisitic曲线拟合，得出方程可决系数为 0.973，
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可以解释该组数据

97.3%以上的变动状况；F 检验的统计量值达到
1065，对应统计量极端值的概率 p 为 0，模型整体
显著（图 1）。 

 
图 1 Logistic 曲线拟合图（K=144） 

 
图 2 Logistic 曲线拟合图（K=131）  

为加强验证的有效性，再选取 2013年 3月 31
日至 5 月 31 日的疫情信息数据进行拟合。此间共
确诊病例 131人、死亡 39人、康复出院 78人、住
院治疗 14人。通过试错法发现 K=131时取得的拟
合方程具有最优可决系数，即感染值 131是取得理
论最优防控效果的拟合值，因而将 K=131作为感染
上限，代入方程后最终得到 Logistic 回归方程的可
决系数达为 0.99，拟合优度较高；同时，F检验的
统计量值达到 2 908，对应统计量极端值的概率 p
为 0，说明该模型也具有较高的显著水平（图 2）。 

通过不同感染上限值的设定进行 Logistic 模型
拟合，不难看出人禽流感疫情传播方程是符合实际

的疫情演化过程的，对于疫情扩散影响因素分析具

有一定可行性。 

确诊病例数
Logistic 

确诊病例数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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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干预行为及其疫情控制效应分析 

在人禽流感疫情尤其是 H7N9这一类新发现的
病毒疫情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疫情的认知不明，

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确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及其病

理学特征，同样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等具有针对性的

科学应对手段，同时，病毒还存在较高的扩散潜力

和恶性变异可能。在医疗系统相对发达的西方国

家，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丰富，采取被动的应对措施，

对疫情扩散具有一定抵抗力。而中国人口密度较高

且国内外流动频繁，国界线冗长，并存在横跨领土

的候鸟迁徙路线，加之数量庞大的家禽、家畜共养

现象作为流感病毒发生对人基因适应性变异的客

观条件，中国必须时刻警惕并做好疫情流行前线国

家的准备[18]。为此，中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相关防

控方案和一系列直接干预手段。分析政府出台的相

关防控方案和干预行为对疫情控制效果、优化防控

措施、缩小疫情扩散范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2013年中国政府对于H7N9人禽流感的干预行为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效果。这不仅得力于科技和知识发

展带来的全社会疾控能力和意识的提升，更得力于

政府对早期发现的新型病例的高度重视，为疾病控

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1．救治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及其效应 
救治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主要有加强病例监

测、明确定点医院、建立分级诊疗、转诊机制、患

者救治费用减免和医保报销保证机制等。加强病例

监测，即通过疾病控制中心组织专家和社会力量加

强病例监测，提高早期识别能力，按照“早检早治、

边检边治、有治必检”原则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

建立定点医院，并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

中资源、集中收治”要求，积极救治患者，提高重

症与危重症救治能力和医疗救助效率，最大限度减

少死亡；建立分级诊疗、转诊，以及患者医疗费用

减免和医保报销保证机制，有利于提高医疗效率，

杜绝因费用问题而影响或放弃治疗现象的出现。从

频数方程变量的影响效应看，这些干预行为减少了

社会恐慌情绪造成的疫情传播 λF，从而有效地控制

了疫情扩散。 
2．防控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及其效应 
防控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可进行多维度细分，

现主要对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监测、发布《中

医药防治 H7N9禽流感预案》、紧急关闭活禽交易
市场、启动疫情信息日报告制度等 4种重要干预行
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简要分析如下： 
（1）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监测。基于流

行病学调查明确防控的重点地区和人群，增强监管

针对性，并在强制隔离感染者基础上强化重点对象

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管理，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从频数方程变量的影响上来看，这些行为修正了扩

散范围 K，有利于降低政府应对成本，使得疫情的
传播速度下降。 
（2）发布《中医药防治 H7N9禽流感预案》。

面对新型禽流感的爆发和蔓延，政府对其预防工作

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先后发布《中医药防

治 H7N9禽流感预案》，给出 H7N9疫病高危人群
服用板蓝根冲剂、玉屏风散颗粒，按摩迎香穴等预

防办法，出发点是为了鼓励公众通过自我防治方式

控制疫情，而实际上人们对于中药防治这类新型流

感的有效性存在质疑，同时公众的行为具有明显的

“羊群效应”，以官方形式发布此预案，造成公众

不断抢购该类中药，导致较大的医疗资源浪费，同

时加深了公众对疫情的恐慌感。从频数方程变量的

影响上来看，该行为提高了社会恐慌情绪造成的疫

情传播 λF，增加了民众与政府合作的成本α，导致

传播速度 N(t)上升，不利于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3）紧急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在疫情爆发后，

各地方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关闭活禽交易

市场，市场内一律不得有活禽销售等经营活动。该

防控行为目的在于切断感染源头，控制疫病传播。

不可否认关闭市场、扑杀活禽的做法能够在最短时

间内消除可能的感染源。但是，全面关停这种简单

粗暴的干预存在较大问题，其弊端也不言而喻：对

禽类行业打击巨大；容易导致公众恐慌感上升，由

此引致公众自我防制成本提高；进一步加大政府防

控成本，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行业人员为了保护

自身利益，选择暴力行为或者通过违法手段转运私

藏活禽，绕过检验检疫部门，导致染病畜禽因地下

市场交易而加大疫情扩散风险与政府防控成本；对

生态和环境保护不利，如因为补偿机制尚不健全，

扑杀处置补偿标准偏低，随意抛弃死亡家禽行为屡

禁不止。从本研究提出的频数方程变量来看，该行

为一定程度提高了社会恐慌情绪造成的疫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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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F，增加了政府防控成本，导致传播速度 N(t)上升。 
（4）启动疫情信息日报告制度。在疫情发生

四日后，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启动疫情信息

日报告制度，并且通过中国疾控预防中心等机构的

官方网站进行公布，包括新增人数、累计人数、死

亡人数等。该行为虽然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知情权，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该行为存在为公布而公布的现

象，由于公众对于疫情状况和相关公示数据无法作

出专业性解读，极易片面地解读相关信息，从而导

致公众恐慌等负面社会效应。从频数方程变量的影

响来看，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升高了社会恐慌情

绪造成的疫情传播 λF，导致传播速度 N(t)上升。 
3．宣传教育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及其效应 
宣传教育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主要是进行健

康教育知识科普、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防控谣言等。卫生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级卫生系统加强 H7N9禽流感健康教育工作，充
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开展宣传教育，

发放形式多样化的健康教育传播材料，同时号召各

级医疗机构提供流感防控知识咨询服务； 其次根据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切实做好春夏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各部门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包括卫

生陋习劝阻行动、环境卫生整治行动、违规养禽阻

止行动、患病生物控制行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同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谣言，加强对

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的监管，营造有利于防控工作

的氛围。从频数方程变量的影响上来看，这些行为

降低了公众的谨慎配合成本α，从而能够促进公众

选择“主动配合”策略，控制疫情扩散。 

四、重大疫情防控的政府干预行为优化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政府对于重大疫情尤

其是人禽流感疫情防控的干预应该进一步优化，其

中重点是防控方面的干预行为的优化。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中的最优解为“政府积极防

控、民众主动配合”，政府干预行为优化的基本原

则和策略是：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坚持干预行为

主动性与谨慎性、疫情防控与舆情监管的辨证统

一，不断提高政府干预行为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力

求疫情防控取得最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基于上述原则和策略，现将防控方面的政府干

预行为优化分述如下： 
(1) 政府面向社会公众发布有关医药防治预案

等干预行为的优化。基于 2013 年 H7N9 禽流感防
控中的《中医药防治预案》发布行为存在负效应的

分析，政府实施类似干预行为前必须组织权威机构

或专家团队对其可能出现的负效应进行评估，对其

防治有效性和干预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打消公众顾

虑。在此基础上把握好此类防控干预措施实施的时

机、范围、频次，达到既可尽早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又能降低民众谨慎配合的成本。为避免造成公众的

盲目哄抢提升社会恐慌情绪，政府发布相关防治预

案的时机宜选择在疫情快速扩散之前；医药防治预

案发布也应为准官方的专业协会或权威学会等“第

三方”组织机构；发布形式也宜由专业协会或学会

将其与相关科普宣传教育巧妙融为一体，让公众在

疫情蔓延到所在社区前就有了心理、知识、器物等

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从而有效避免社会恐慌感的

蔓延。 
（2）关闭或封锁重要场所、区域等干预行为

的优化。不论是流行病学研究还是基于人禽流感扩

散模型的预测，政府干预行为都要讲究科学性，运

用科学手段强化政府干预精准度。这也是提高疫情

防控的政府干预效能的关键一招。关闭或封锁重要

场所、区域等干预行为仍可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优

化：首先是构建疫情防控统一指挥平台，确保疫情

防控信息准确、信息交流通畅。疫情防控是一项系

统化的工程，需要多层级、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

与，构建统一指挥平台，加强信息互通就能及时有

效精准地界定必须关闭或封锁的场所、区域，避免

盲目扩大或缩小强制关停场所、封锁区域；其次是

在确保防治效果的前提下，对关闭或封锁的场所、

区域进行的强制扑杀、隔离等行为要有严格的规

范，政府应及时划拨专项补偿资金，同时还可以引

入第三方保险服务，对养殖户进行补偿，确保行业

稳定。第三，应当加强疫区、尤其是关闭或封锁重

要场所、区域等重点疫区人员、疫情和生态环境的

监管，搞好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总之，关闭

或封锁重要场所、区域等干预行为应力求最大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3）启动疫情信息报告制度等干预行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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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恐慌感的控制是重大疫情防控的重要一

环。在现代网络社会，恐慌等负面情绪传染速度更

快，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在重大疫

情防控过程中，优化“疫情信息报告制度”等干预

行为对于社会公众恐慌感的控制至关重要。笔者认

为优化这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一方面要在尊重公

民知情权的情况下，根据疫情和舆情发展态势，灵

活选用半月报、月报等形式将疫情信息报告予以公

示，与此同时应邀请权威专家对全国或区域疫情总

体发展趋势予以适度解读和预测，以降低社会公众

恐慌感。另一方面，应大力加强网络舆情和谣言监

控，加大散布谣言者的惩治力度，通过建立谣言散

布黑名单的方式扩大监管力度，形成疾病防控的积

极氛围，减少社会恐慌等负面倾向产生，从正面引

导民众配合疫情防控措施。 
当然，救治和宣传教育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也

仍然有优化的空间。重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不仅有

其扩散的自然规律，也隐含着深刻的人类社会经济

根源，因此，宣传教育方面的干预应着眼于提高大

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尤其是普及有关病理及疫情防

控知识，提升民众对疫情发生、发展自然规律和社

会经济根源的认知，在摒弃不良生产方式、生活习

惯和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提高实际预防能力。就救

治方面的政府干预行为而言，无论是加强病例监测、

还是建立定点医院、分级诊疗与转诊机制，抑或患

者救治费用减免和医保报销，都应以提高效能为皈

依，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不断创新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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